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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被严格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改革开放后，各地探索了集体建设

用地的多种利用方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成都市近年来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为例，分析了各种集体建设用地利用

方式产生的内在原因，对人们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各种选择行为进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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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发展、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精准扶贫等涉及农村的工作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仅靠政府的投入远远不够，必须盘

活农村土地资源，争取更多的资金投入。在此条件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利用就成为关键的一环。本文主要以成都市十多年

的探索为例，分析各种集体建设用地利用方式产生的内在原因并对其进行经济解释，以期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试点提

供借鉴。 

一、有关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的法律和政策规定 

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集体建设用地的总原则是农民自有自用。按照这个原则，现行的法律法规把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严

格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

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

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

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简言之，《土地管理法》把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局限于兴办乡镇企业、村民建设

住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三种方式；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他用，即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

设用地的企业，在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 

与法律比较，近年来的政策逐渐对集体建设用地的利用松开了一些口子。2004 年 10 月 21 日，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

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提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

以依法流转。”2008 年 10 月 12 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提出，“在土地利用

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

障农民合法权益。”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

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些文件为集体建设用地的利用提供了政策支持，表明了未来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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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行政策并未对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商业房地产开发和宅基地流转开禁。1999 年 5 月 6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

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国办发〔1999〕39 号），明确禁止农村房屋向城市市民出售，严禁非法占用农民集体土

地进行房地产开发。该通知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

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2004 年 10 月 21 日，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

理的决定》第十条再次强调：“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2007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

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07〕71 号）第二条又一次强调：“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

村民。” 

综上所述，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比较，在利用上仍然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

范围外、不允许用于商业房地产开发、宅基地不能流转。由于这些限制，集体建设用地的利用需要通过多种路径曲折地进行，

在地方探索试验中出现了多种方式。 

二、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的多种方式 

除去法律规定的兴办乡镇企业、村民建设住宅和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三种方式外，在现实中，集体建设用

地的利用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后产业用地 

20 世纪 80 年代，大量外资来到广东、江浙等沿海地区建厂办企业。对一个初始创办的企业来讲，当时如果循规蹈矩地使用

国有土地，企业不仅会因手续繁杂影响开工进度，而且还要支付较高的土地出让金
①
。于是，一些投资者租赁集体土地办厂

②
，

开创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先例。由于法律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给他人使用，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常常采取以农民集体“自

办”或与他方合办企业申报，然后再与外来投资方签租赁合约的方式来绕过有关法律的规定。 

（二）增减挂钩集体建设用地整理后再利用 

1998 年新的《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之后，曾经在沿海被广泛使用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后产业用地的方式操作越来越难。

这一方式中流转的建设用地是从农民的承包地（农用地）转化而来的，实际上是新增建设用地，取得成本较低。在土地用途管

制下，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条件非常苛刻，批准权主要在省级及省级以上政府。 

在这些限制条件下，流转的集体建设用地就不可能是新增的建设用地，而只能是存量的建设用地。而在内地的大多数农村，

存量建设用地的地块零散，位置也不适利产业发展的需要。要满足产业用地的需要，这些存量建设用地一般都需要先进行整理

集中或寻找其他出路。国土资源部 2005 年推出的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简称为增减挂钩，在成都

的基层操作中也称为之拆院并院）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 

增减挂钩不仅能使存量的建设用地移动位置，集中成片，满足产业用地的需要，从而实现集体建设用地实物形态的流转；

也能在当地条件无法满足产业用地需要的情况下，把集约出来的建设用地复耕，形成挂钩周转指标，再卖指标，这就相当于把

复垦的建设用地的用途属性抽取出来，以指标的形式进行交易。与集体建设用地实物形态的流转不同的是，它所交易的对象不

是实物形态的土地，而是土地的用途属性。这是成都市在 2008 年前后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的主要方式。 

三、创新集体建设用地利用方式 

在东部沿海地区，最常见的集体建设用地利用方式就是建设用地流转给外来投资者发展工业。目前，这种方式在西部内陆



地区很难使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取得集体建设用地的成本太高。东部沿海地区使用这种方式国家尚未实行土地用途

管制，他们流转的建设用地实际上是农民的承包地（即土地用途管制下的农用地），而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没有土地用途管制的约

束下，可以方便地将农用地转为工业用地，得到远高于农业用途的收益。在土地用途管制的约束下，目前农村只能利用存量的

建设用地。加上西部内陆地区存量的建设用地又以宅基地为主，这就使建设用地的取得不仅成本高，而且过程复杂。目前，成

都市范围内按照增减挂钩的办法得到一亩集体建设用地的成本一般在 30 万元以上，远高于国有工业用地价格。 

在统筹城乡发展中，成都市积极地利用了增减挂钩政策。虽然取得一亩挂钩周转指标的成本比较高，但在国土资源部批准

立项的项目，整理出来的指标可以在县域或成都市域
③
范围内交易并寻找优势位置落地，还可以根据需要报征，成为国有建设用

地，所得到收益可覆盖成本。但是，国土资源部对增减挂钩实行规模控制，立项、验收手续繁杂，所需时间较长。三年期的 5·12

地震“灾后重建”任务完成后，成都市不再享受相关支持政策，被批准的增减挂钩项目大幅度减少。 

但是，农村工作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仅靠政府的投入远远不够。必须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争取更多的资金投入。面对这种

情况，成都市借鉴增减挂钩的做法，创新出一种将节约出的建设用地指标留归本地（镇域范围内）利用，将建设用地地块整合

至更具区位优势位置，以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方式获得项目投资的新方法。这一方式无需上报国土资源部批准立项，成都市批

准即可，在操作中被称为“小拆院并院”或“小挂钩”（小挂）。 

小挂钩只能在镇域范围内将建设用地地块整合至更具区位优势位置，所以，小挂钩指标落地的范围一般是在山清水秀的农

村，投资者利用田原风光中的建设用地发展旅游、养老、休闲等产业。它们不需要靠近场镇，只需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贴

近原始自然环境，远离繁杂喧闹并且污染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环境和快速的生活节奏即可。因此，风景或风光是选择位置的关键

因素。小挂钩操作的一般方式是：投资者看上了某地的环境，想在此地投资发展旅游、养老、休闲等类似产业，但此处不是建

设用地。于是开展小挂钩，将其他地方的建设用地移动到此，再进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通俗地讲，就是先找买家，再搞整理。 

2013 年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与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经济增速下降，消费萎缩，投资减少，由此带来

的是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也大大下降。在此大背景下，过去发展较快的旅游、养老、休闲等产业对集体建设用地的需求也大大下

降，由此带来集体建设用地价格下降。但是，新村的建设成本或取得建设用地的成本并未相应减小。如果不想办法提高土地价

格，新村建设势必入不敷出，难以持续进行。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深刻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积

极寻求新办法来破解难题。 

一方面，由于需求下降，传统的集体建设用地利用方式难以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一些过去发展不够的

区域或行业仍然存在较大的需求，比如一些场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还比较薄弱，亟待建设。而这些区域（项目）在经

济高速增长时期，它们既得不到政府每年安排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也无力购买挂钩周转指标，所需要的建设用地得不到保障。 

针对这一情况，成都市双流区在 2015 年开始打造的 8个幸福美丽新村项目中，把“小挂”指标放在本镇城镇规划区内的有

条件建设区落地，借助其靠近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比较完善的优势，提高土地价格；同时也满足城镇发展的需要。 

2008 年 10 月 12 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提出，“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

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

权益。”不难理解，这一规定表明，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应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小挂钩指标在本区域城

镇规划区落地是否与这个规定相悖？关键是要搞清楚几个概念。这里的城镇规划区实际上是指城乡规划确定的城镇范围，它与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城乡规划确定的城镇范围比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

设用地范围大。文件所说的“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实际上是指土地利用规划所确定（规划）的建设用地，

在规划图上显示为红斑。这个范围在规划期内将逐渐被每年得到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全部覆盖。因此，不管是大挂钩指标还是

小挂钩指标在操作中都不允许放置到这个区域。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有一部分是有条件建设区，它是指



为适应城乡建设的不确定性，在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红斑）之外划定的规划期内用于城、镇、村建设用地布局调整的范围

边界，规划图中显示为白斑。大挂钩指标和小挂钩指标一般是放置在有条件建设区。小挂钩指标在本区域城镇规划区落地实际

上是指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城镇内的有条件建设区落地，因此它与集体建设用地“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

流转不矛盾，与现行土地政策不冲突。 

小挂钩指标从过去的在本镇农村落地变为本区域城镇规划区内有条件建设区落地，是集体建设用地利用方式的创新。它扩

大了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的位置范围，从过去在农村的利用变为在城镇规划区利用，与国有建设用地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既满足

了城镇建设的需要，也提高了集体建设用地的价值，为幸福美丽新村的建设注入更多资金，可谓一举两得。 

注释： 

①南海市按征地办法测算当时的企业用地价格，工业用地一般每亩 15 万元，高的 40 万元；商业用地一般每亩 40 万元，高

的 150 万元。而企业租用农地每亩每月为 500 元，路边地价相对高于这个数，而偏远地段、山冈荒地价格会偏低。转引自周其

仁《产权与制度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3 页。 

②当时尚未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农用地转变为集体建设用地比较容易。具体表现为：乡（镇）村建设用地的批准权主要在

县及县以下。农村居民住宅建设，乡（镇）村企业建设，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等，只要符合乡（镇）村建设规

划，就可进行。如果使用原有的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其他土地进行建设，只需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只是在使用耕地时才需报

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农民建住宅，也只原则性地提出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对于乡（镇）村企业建设用地，

也是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县级以上政府只是规定了一个不同企业规模的用地标准而已。乡（镇）村公共设施、

公益事业建设用地，则是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向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应该说，在当时大力提倡发展乡镇工

业的大政策环境下，乡村建设用地审批权主要在县乡两级。这与 1998 年新的《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之后土地使用的条件与环

境有很大的差别。 

③512 汶川地震后三年灾后重建时期，挂钩周转指标可以在成都市市域范围内交易、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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